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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应邀来冠军论坛作报告，我感到非常荣幸。开始的时候组织者让我讲我自己成功的故事。我想了半天，我个人每天所做的跟各位一样，就是吃饭、工作、睡觉，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有些成绩的话，无非就是我运气比别人好，同时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所以才能有一些成就。那些成就我不敢个人居功，所以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心得体会可以跟各位交流。但是，我想在场的每一位都跟我一样，非常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世界的冠军文化。当然，我们在近代落后了，但中国的每个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地思索：中华文化，这个曾经是冠军的文化，是不是能够再度辉煌起来，又变成一个冠军的文化？所以，从某种角度讲，我的题目跟今天的冠军论坛也是契合的。

　　我想讲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我们大家知道，就像我刚才讲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化确实是在同一个时代里最先进、最优秀的文化。长期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一般的看法是：在公元前25年到公元220年，中国是汉朝，是汉唐盛世中的一个盛世；在欧洲，罗马帝国刚刚建立，也是西方文明的鼎盛时期。我们知道，西方罗马帝国经过三百多年，就分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西罗马在公元476年灭亡以后，整个欧洲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小城邦，这些小城邦基本上都是一个个自然经济体，城邦跟城邦之间交往不多。

　　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里面所讲的推进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分工。分工越细，生产力水平越高。他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针工厂的例子：如果一个工人把一根针的十个工序从头做到尾，一天能生产的无非是十几根针；要是十个工序分别由十个工人来做，每个人专门负责一个工序，那么十个工人一天能生产几千根针。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分工细当然比较好；可是，分工能细到什么程度是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能力就是修路。如果你今天到欧洲去，还可以看到一些罗马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道路的古迹。那时市场的规模大，但变成封建的自然经济以后，市场的交易量大大减小，因为市场就局限在封建贵族所统治的一个很小的自然经济体内。一个很小的自然经济体里面可能就有几千、几万人，顶多十几万人。在那种状况之下，如果分工很细，一天能生产几千根针。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每天来买针，所以分工就退化了，生产力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这是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发现的。

　　而中国从汉朝以后，虽有分分合合，实际上大多数时间还是维持着大一统的局面。因为维持大一统，所以市场的范围就大，分工就细，生产力水平就高；而且在社会上技术的发明主要是以经验为主，而中国人多，工人和农民多，经验也就多，所以中国的技术发明也同样领先于西方社会，像四大发明，被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是“帮助西方社会走出封建时代”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张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在这种分工细、科技水平相对高的状况下，中国曾经有将近一千五百年的时间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是一个历史文化绵延不断的国家。

　　当然，这种情形在工业革命以后就发生了变化。西方有一位学者叫做奇波拉（Carlo M.Cipolla），他在《欧洲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得出一个结论说：跟中国比较起来，西方处在黑暗时代。公元1000年到1700年的欧洲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而中国是一个发达的工业经济。但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西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百年以后，把西方换成中国，中国换成西方，同样是一个合适的描述：和西方比较起来，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它的后果当然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再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被迫割地、赔款，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那么，怎样让中国再次复兴起来，这是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下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先辈曾经努力过，奋斗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到了五四时期，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文化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所以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少人主张全盘西化，认为我们只有把西方的文化，包括它的核心价值等移植到中国来，中国这块土地才会有希望。从那时起，抱这种看法的大有人在。

　　改革开放到今年是30年。在这30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经济确实取得了原来大家没有预想到的快速发展，每年平均达到了9.7%，这确实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 而我们实现的是9.7%。所以在人口这么多、条件这么差的基础之上， 能够维持30年这样的发展，确实是不容易的。

　　这30年来的发展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但作为关心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前途的人，我们还是要问：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问题。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否和现代化相融？是不是必须像过去那样打倒孔家店，中国才会有前途？是否必须全盘西化，我们才能进步？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命题。

　　既然讨论文化和文化的复兴，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什么叫文化。根据《汉语大词典》里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且这种物质财富跟精神财富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当然这个定义跟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加上层建筑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讨论文化复兴的时候，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的是费孝通的老师、著名文化学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定义。他把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器物，包括生产工具、战争的工具、武器等等，当然这是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组织的层级。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人们把属于器物的东西组织起来生产，形成经济组织，或是进行对内对外交往，形成政治组织。当然人跟人之间还有其他各种组织的方式。第三个层次是价值、伦理的层次。也就是说，这些器物、这些组织，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它们的社会判断和终极关怀是什么。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任何文化都是这三个层次或这三个因子的有机结合，而且任何一个文化在没有外来冲击的时候，这三个层次实际上会成为一个自恰的整体。

　　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分析。在原始公社里，当时的器物生产工具是石头，组织是公社，价值是公有共享。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三个层次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是自恰的。当时的工具是石器，生产力水平非常的低，你用石头，不用说是打老虎，打狮子，就是要打一头野猪，都不容易啊。在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状况下，人跟野兽在斗争的时候，经常会打不过野兽，因为它跑得比你快，它的肌肉比你强壮。那么在那种状况之下就形成一个公社。市场是有规模经济的，如果要出去打猎，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样打到猎物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那时的价值是公有共享的，这跟生产力水平很低有关系。这个公社里面一群人出去打猎，今天打到了，而另外一群人出去没打到。猎物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没办法保存的，即使不吃的话也不能储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打到了猎物，但是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还打到猎物。那么这种状况之下最好就是公有共享：当你打到猎物的时候，你分给别人；当别人打到猎物的时候，你有同样的权利去分享他的猎物。这实际上是通过规避风险、相互协作来争取大家相处的最大可能性。所以，在当时那么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所形成的组织形态跟它的价值理念其实是自恰的。当然，随着工具的改进，从石头到铜器、铁器，生产方式从游猎变成农耕，生产变成可以预计的。

　　我们常讲，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只要在春天的时候努力干农活，到秋天的时候就会有收获，而且收获以后可以储藏。在这种状况之下，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改变。过去的组织形态是公社，后来慢慢就变成了家庭。在公社的阶段，你出去打猎回来以后大家共享，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讲，难免就会出现一些偷奸耍滑的人，每次出去打猎的时候不好好干，回来的时候却跟大家共享。那如果变成家庭生产的话，每个人为自己负责，你努力就多得，这样就有利于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为自己负责。而且价值也跟着改变，过去是共享，现在变成私有了。以家庭为单位且财产变成私有，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我春天夏天的时候努力，秋天就有收获，而且我可以再努力一点，在丰年的时候多收一点，天灾人祸的时候就可以靠我的储藏渡过难关。当然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跟现在比较起来是很低的，所以在上层建筑中有一些新的比较复杂的安排，比如说它有氏族，有血缘的联系。在同一个氏族里面，虽然每一家都是私有的，但是在有血缘的亲戚之间还是有相互帮助的义务。而且在农耕社会里，要解决灌溉问题，在家庭、氏族之上还会有国家来满足灌溉、水利等的需要。所以，在一个长久存在的文化实体里面，它的生产力水平、组织跟价值是一个自洽的整体。

　　当我们了解了文化跟文化的内涵以后，要谈中华文化的复兴。所谓复兴，就是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落后的文化。而什么是先进的文化？这是必须先回答的问题。我们要讲文化的复兴，也必须解释什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如果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那就无所谓复兴不复兴；如果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话，哪有什么复兴？所以，我们就必须了解：什么是先进的文化？什么是落后的文化?什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

　　首先，什么是先进的文化？我想，说一个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实际上是相互比较而言的。我前面谈到，在前现代社会，也就是工业革命以前，在将近1600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先进的文化；而在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则变成一个落后的文化。那先进与落后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来比较的呢？两个文化相碰撞、相冲突的时候，会在我前面讲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差异来。比如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在我们所看到的器物这个层次上，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西方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我们还用弓箭、长矛，西方已经是铁甲船、大炮。在组织层面，从政治上来讲，我们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而西方不是民主共和就是君主立宪。从价值层面来讲，中国绵延不断的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三个方面确实都不一样。

　　当这三个方面确实都不一样的时候，先进与落后指的又是什么呢？从上层建筑来看的话，能不能把两国分出高低呢？我想从最上层的核心价值体系来看，确实很难分出高低，比如说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共享与农耕社会里面的私有，到底哪个好？各有利弊。真正能够比出高低的，应该是在经济基础下面的器物的层次，也就是生产工具、战争的工具等等。比如说，以两次鸦片战争为例，中国还在用大刀长矛鸟铳，而西方已经是洋枪大炮。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以四千左右的兵力使清朝十几万军队疲于奔命，屡战屡败。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两万人打进北京城，把圆明园都烧了。那么，洋枪大炮跟大刀长矛的效力水平差距到底有多大呢？英法联军一共两万人左右，英国一万两千人，法国八千人，投入战争的大概就是五千人，而清朝的一个猛将僧格林沁所率领的军队有三万五千人。但是战争的结果是，清军死亡过半，死了将近两万人，北京城失守。为什么？不仅仅是武器不如人家，军队的综合素质也相距甚远。

　　生产工具也是一样，当我们还在用耕牛的时候，发达的国家已经在用拖拉机。耕牛跟拖拉机的差别是：一个农民如果用耕牛进行生产，除了养活自己之外，再顶多养活不到一个人；如果用拖拉机的话，一个农民的生产，不仅能养活自己，还可以养活数十个人。所以我们在比较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时，真正比较的是经济基础。这就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

　　第二，什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称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绵延不断文化的民族？当我们讲一个民族的文化绵延不断的时候，当然是指有些民族的文化消失了，比如说埃及、罗马、希腊、巴比伦。这些也都曾经是世界闻名的古国，现在住在那些地方的人，有不少确实也是七千年前、五千年前或是三千年前那个文明鼎盛时期的人的后裔。但是我们说它们的文化消失了。到底消失的是什么？同时我们讲中国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那么这绵延的文化又指的是什么？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如果说中国有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她的经济基础到底有没有变化？经济基础确实不断在变。比如说中国曾经有四大发明，这是生产工具上的变化。在这之前，地球上没有火药，没有指南针，没有印刷术，没有纸张。这些发明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而且，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公认在宋朝的时候，在公元960年到1279年这段时间，曾经有一个技术发展相对快速的时期，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作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这样讲起来的话，绵延不断的文化绝对不是说你的经济基础不变。经济基础确实是在不断变化。

　　那从组织的层面来看，到底有没有变化？也在变。我们一般讲儒家的文化，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及以后代代相传。但在周朝的时候，经济组织是井田制。井田制实际上是很接近于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因为中央的公田是贵族的，旁边的农民要负责帮他们耕田，作为对于封建主的一种义务。这与欧洲黑暗时代的封建制度是非常接近的。但是从秦朝开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汉朝以后，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到明朝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山西长治县有煤有铁，所以铁的冶炼非常发达，农具生产也非常发达。根据学者的研究，当时长治县生产的农具就达到七十万套，远销东北亚的朝鲜，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地。想一想，要生产七十万套农具要多少工厂，工厂要雇多少工人？所以那时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确实已经出现，经济组织的方式是发生了变化的。从政治组织来看也是变化的。周朝的时候是封建社会，但是到秦朝，设立了中央集权，汉朝以后一直继承这种方式，中国就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经济基础在变化，经济和政治的组织方式也都在跟着相应变化。那么，真正绵延不断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绵延不断的无非就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价值的伦理体系。可以说，从文王周公以后，这个“仁”一直是中国社会是非判断的标准。“仁”是什么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从自己的心出发，把别人当作是你的一部分。我们说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脸，这是我的头发。为什么你说这些是“我的”？因为你能感觉到它，所以它是你的。但用儒家的话来说，我们的心不仅能感觉到自己，我们还能感觉到别人，即所谓感同身受。我们看到汶川大地震中死了那么多人，那些人我们不认得，他们不是我们的亲戚，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的内心一样经受煎熬，这就是所谓“仁”，不忍之心。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的灾难，你会感受到像是自己的灾难一样；你要避免灾难，还要帮助别人避免灾难；你想自己有成就，你也希望别人有成就；你所不喜欢的，希望别人不要加在你身上，所以你也不把这些加在别人身上。

　　人类社会不断发生变化。西方社会由原来以封建地主和农奴为主的经济，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政治上由君主专制转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这些都变了。为什么我们还称它为西方文化？不变的是什么呢？西方文化一直坚持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价值，这个没有变。而我们绵延不断的中华文化，其实指的就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个内涵几千年一直保持下来。

　　根据这样的理解，要谈中国文化的复兴，我想是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在经济基础方面，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不是能够支撑起经济基础，也就是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组织层面上，不管是经济的或者政治的组织，能不能跟经济基础所需要的规模相适应？第三，在核心价值方面，在经济基础不断强化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社会政治组织变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核心价值还能不能保持，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动调节体系？

　　我想要回答的无非是这三个问题。从经济基础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固然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已经有每年9.7%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技术、从产业水平不断提升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潜力应该还很大，还可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我在许多场合讲过这个观点，中国完全有可能再继续保持二三十年像现在这样每年9.7%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然这里边讲的是可能性。长期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可以看到，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以西方为例，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一两千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是0.05%。它的含义是什么？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工业革命以后，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是平均每年1%，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2%。1%是什么含义？每7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2%是什么含义？每35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为什么会从工业革命以前的每1400年人均收入才翻一番变成工业革命以后的每70年到现在的每35年人均收入翻一番？关键就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而中国还是继续用工业革命以前的以经验为主的方式来从事生产活动，这样我们才会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从领先于西方、领先于世界一下子变成落后于西方、落后于世界。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技术上不断创新。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发达国家站在全世界技术的最前沿，它的技术创新等于技术发展，而技术发明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同时成功的概率又非常小。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一个技术差距。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加速技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善于利用与发达国家的这个技术差距，实际上就有一个“火花”优势，因为你可以参考，可以借鉴，可以消化、吸收和创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赶上发达国家或者大幅度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东亚经济体，实际上都是比较好地利用了这个“火花”优势而达到目的的。而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明显地表现出这个趋势。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是比较好地利用了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参考、借鉴、引进新的技术，才取得了过去这30年的快速发展。

　　问题在于我们已经用了30年，还有多大的潜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我们现在的水平有多高。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国现在的水平大约等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韩国在1970年的水平，这有大量的指标可以作为依据。日本从1960年到1987年只用了27年的时间，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我个人认为，中国当然不可能那么乐观。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水平，尤其是我们2000年的工业水平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那么到2030年，中国人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20%应该是不算乐观的估计。如果说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它的含义就是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好等于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870美元，当年美国是34000美元，我们只有它的2.5%。如果我们能从2.5%用30年的时间变成20%，就要乘以8；乘以8的话，就代表我们人均收入每年的增长速度要比美国每年的增长速度高7.2个百分点；而美国长期以来是2%，7.2%加2%就是9.2%；如果还加上人口增长率（我们的人口增长率现在是6‰，慢慢可能会降到5‰)，即0.5%就是9.7%。

　　到203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这应该不是太难。而且如果我们真能够维持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还是9%左右，那么除了由于技术发明、技术创新的“火花”优势所带来的实际增长之外，人民币也会升值。日本从1960年到1987年赶上美国，除了由于技术不断创新带来的经济的实际增长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元从1960年的360日元到1987年变成140日元兑1美元。同样的情形，人民币当然也会升值。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的5倍，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即使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0%，我们的经济实体和经济总量也跟美国相当。如果人民币在升值，可能达到美国的30%，或是40%，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到2030年的时候，很可能就是美国的1.5倍，甚至是2倍，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到那时候中国当然就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了。所以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相当乐观的。

　　在组织方面，我想大家现在认为最好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讲，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是比较有效率的。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能否为中国文化所包容？

　　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在西方还处于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拥有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了。我们很熟悉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之争。范蠡帮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所以，他就辞官带着西施去过好日子去了。他辞官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就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一个人要在很短的时间聚集大量的财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靠投机。

　　当时范蠡就把今天大家还在用的投机原则都归纳出来了。他讲到投机的时候要“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东西非常贵的时候，要赶快把它抛出去，像把家里面的脏东西都往外扫一样；当一个东西很便宜的时候，你要尽量往里买，就像珠宝一样，储备越多越好。当然一般人正好都相反，像现在股票价格很高6000点的时候舍不得抛，而跌到3000点的时候觉得太便宜了，赶快卖。这是一般人。而范蠡不仅是把投机的原则进行归纳，还总结了怎么判断它是贵还是便宜，以及什么时候变贵，什么时候变便宜。他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它是多还是少，能反映贵跟贱，少的话就是贵，多的话就是贱。

　　这是什么体系呀？这就是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定价的体系。肯定是市场经济对不对?而且，当时的生产方式其实就是根据市场价格生产，因为他当时讲，“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一个东西很贵以后，为什么它就会变得很便宜呢？你可以想当时是怎样来生产的？当一个东西很贵的时候，一定很多人去生产，供给增加了它才会变得很便宜。然后他说，贱下极则反贵。一个东西很便宜，又会变得很贵，为什么呢？一个东西很便宜，大家就不去生产了，供给就少了，它就会变得很贵了。这些经验是2300多年前总结出来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形。

　　各位可以看出，当时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当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且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统一的市场经济。因此，范蠡才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三次聚集起大量的财富。当然，他遵守的还是后来儒家的原则，赚了钱不是为自己。他三聚其财，三散之，拿那些钱去帮助贫穷的人。

　　中国自秦朝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到明朝，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一个市场的雇佣关系。有很多人讲资本主义萌芽怎么没有变成资本主义啊？我想这不是儒家文化的原因，这是我们没有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变成以科学和实用为主的技术变迁的原因。由于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就很难不断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关系也就不能够不断深化。经济上就是这样，中国文化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融的。

　　在政治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的要求确实会越来越强烈。中国文化自古以来讲的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跟西方必须用革命的方式才能够导致政治民主权利的增加不同。中国文化的内因里面就已经有允许老百姓越来越多地参与的思想与理念。所以我相信，政治体系也应该有能力不断跟上经济基础的提升，然后与之相适应。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旧邦新命”，这是不是像有人所讲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呢？我认为并非如此。儒家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保守落后的，可能跟孔子的述而不作有关。实际上，孔子所讲述的是周礼，而周礼本身就不断在创新。《易经》里所讲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说，周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它的天命、它的社会组织、它的政治组织本身是不断在创新的。而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实际上是托古改制。一个封建社会的人，要去推动实现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体系，你讲的多于我讲的谁能接受它呢？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述而不作，然后托古改制。实际上这种行为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在变动，不断地与时代相适应的。孔子被称为圣人，被称为识时务者，为什么？实际上指的就是他在各种状况之下，都能表现得恰到好处；在不同的状况之下，他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如果孔子活到今天，他的行为方式跟他在两千多年前的行为方式绝不会是一样的，否则他就不是识时务者。所以，孔子并不是顽固的，保守的，落后的。

　　从孔子以后，中国的历代圣贤固然对于儒家所讲的核心价值原则基本上都是接受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里，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断在变化的。比如说孟子，按照文天祥的归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孟子讲的是“义”。“仁”跟“义”之间当然有联系。“仁”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以什么为标准？当然是以“仁”作为标准，行为必须跟“仁”的要求一致。但是孟子更强调一种主动积极的参与，认为如果一件事情我该做，即使全社会的人都反对，我也要勇往直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比较积极的入世心态呢？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更混乱的时代，所以他有更大的社会参与的责任。

　　大家知道，尽管宋明理学受到印度传来的佛学的冲击，朱熹等理学家们同样是坚持儒家所讲的“仁”。比如“民胞物与”，强调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所有的事物我都有份。因此，理学给原有的儒学传统引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具体是什么东西?它讲一些修养的方法，所以把《大学》跟《中庸》这种修养的方法取出来，和《论语》《孟子》一并称为“四学”。佛学有一套修炼的功夫，而儒家没有，因此儒学在竞争当中就会落后。但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吸收了佛学有益的方法论的部分，同时也把佛学改造成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比如说佛学在西方、在印度、在泰国、在斯里兰卡，重视的是小乘。小乘是什么？是追求自我解脱。到中国以后变成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普度众生不就是儒家的“仁”吗？我要好，我也希望每个人都好，所以它就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使之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了明朝的时候，王阳明讲心学，心学最大的表现是格物致知。怎么来理解？朱熹讲是即物穷理，从每一件事情中去探究它背后的理是什么。王阳明讲的是致良知。的确，所有的理都在你的心。当然这要回归到人，因为我们是用心来感知世界，来判断我们的社会。但是，这是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思想解放的需要。所以，这一两千年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确实有它不变的东西，但是它表现的方式、侧重点、修养的方法确实是不断地在进步；而这种进步在“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现代化中表现出来，它是有能力跟市场经济体系、跟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融合的，它并没有妨碍社会进步。“亚洲四小龙”，我想所有的经济学者和文化学者都公认它们是儒家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是有办法跟现代的市场经济体系、跟现代化的大工业大生产以及民主诉求相结合的。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人担心这个核心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核心价值消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即使我们还有参与权，那我们也变成了不同的人、不同文化体系的人。就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即使土地是相同的，从血缘来看人还是他祖先的后代，但从文化来看，已经不一样了。核心价值会不会消失？应该说消失不容易。这些价值取向怎么来的？实际上，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而且是每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的。

　　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的行为、表现和价值取向已经固定，到七岁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内化了。民族的核心价值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除非我们把中国人全部送到外国去，一生出来以后就被外国人领养，在那边上幼儿园，上小学，读大学，也许会变；要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由中国的父母抚养，从小在家里，从你的亲戚、朋友那里，你就学了这套价值体系。所以才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如果真的不变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说埃及是个消失的文明，也不会说罗马文化、两河流域文化是消失的文明。因此不容易变也可能变。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它的核心价值体系，那这样的一个民族就跟另外一个民族没有什么差异了。所以，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在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为社会的物质进步，为社会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还要非常清醒地去宣传、去实践几千年来代代相传下来的中华文明。我相信，随着我们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我们社会经济政治体系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复兴。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一定能保留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核心价值。到了那一天，中国的文化就会变成一个冠军的文化。

　　强势文化指的是什么文化？很难简单地从它的价值里面来辨别它是好还是坏。我不能说我们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就绝对比别的价值观好，但它是我们所特有的，有很多可取之处。有了这样的一个胸怀，我们所处的社会将更加和谐。

　　强势文化指的是什么？强势文化指的无非就是经济基础好。今天大家都非常担心美国文化的侵略，是不是?这是中国人的担心，也是欧洲人的担心。但是就在一百年前，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文化沙漠。为什么一百年间，它核心的那部分没有变化，却由文化沙漠变为大家公认的强势文化？无非是经济基础好。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推动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现代化。即使这样，我们还要努力，争取自己文化的核心价值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到那时，我们今天的讲坛所追求的冠军这个奖杯就会有机会回到我们的手中。



现场互动

问题1：

前几年，国际上在热议中国模式或者说北京共识，那么您理解的中国模式是怎么样的？这种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的能力，它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的？中国模式是否会对美国模式提出一种挑战而具有普适性？

　　林毅夫：首先我来讲一下，什么叫做“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一批在华盛顿工作的经济学家，根据经济学上面所讲的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有的制度安排，然后发现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从它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有很多扭曲，因此就建议其他发展中国家把那些制度扭曲都取消掉，而且是快速地取消掉，来建立这么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从它的目标来讲，应该是崇高的，因为它希望被改革的国家能够有个有效的现代化体系。但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问题就是忘了很多存在的扭曲。我在《中国经济专题》一书或是我写的其他一系列著作中所讲的实际上是内生的条件，是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从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来看的话，如果你不改变那些造成次优选择的内生现实条件而是要尽量把那些条件取消掉的话，你很可能变成三优四优，比原来更糟。

　　而且，按照华盛顿共识来改革的苏联东欧，经济发展首先出现巨幅下滑，然后停滞，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开始有所恢复，即使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各种指标普遍还是比改革前差。问题就在于主张华盛顿共识的人，没有去深入了解这些被改革对象的国家，那些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简单认为就是外生干预，认为可以把外生干预取消掉，那实际上并不是外生干预。

　　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北京共识”？我不知道什么是北京共识。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二十多位教授，但是我们之间常常有争论，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比较成功，无非第一是解放思想，也就是不是根据左或是右的教条；第二是实事求是，就看你现在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产生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到底有什么条件，我们有什么力量可以动员，然后动员这些力量来消除这些限制条件，使经济往前进步。前进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我们又总是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政治上所讲的与时俱进的前进，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比较成功的原因所在。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以这种方式来改革的话，那么中国还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原因就是任何经济问题背后都有经济逻辑，如果你能够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那么改革和改革的发展方向，就会顺着经济逻辑一步一步地向前，像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



问题2：

您刚才对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做了精彩的阐述，尤其是我听到您讲到您看到灾区人民后的那种感同身受，让我非常感动。我想听一听您关于这场地震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有哪些看法？还有就是您即将到世界银行任职，我知道世界银行是一个非常受大家尊敬的国际组织，它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所以您目前有没有对于帮助中国灾区重建的一些构想？谢谢。

　　林毅夫： 首先，我觉得经济上的影响非常小，那个地方的经济总量不大，这场灾难可能让七八万人因此丧生，二十几万人受伤，几十万人变得无家可归，但是相对于中国十三亿人来讲，它的量是非常少的，所以对经济的发展本身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同时，它可能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这次地震的灾难使我们儒家所讲的“仁”感同身受的文化核心价值再一次非常完整地展现出来。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震灾以后，儒家所讲的最核心价值会更深入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在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会更为珍惜。如果这样的话，在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只要我们不忘汶川这次地震给我们的启示，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那么我所担心的中国核心价值丧失的可能性就会更小。

　　对于顷刻间造成这么巨大的人间灾难的汶川大地震，我个人和大家一样非常难过。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尽我力量所及做了一点捐献，随后又看到有人在组织救灾，我个人又做了一些捐助，这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也考虑过自己是不是要到汶川第一线去参与救灾，但我担心如果我要到汶川第一线去参与救灾的话，可能是给当地救灾制造麻烦，而不是给当地救灾做出帮助，所以在这样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状况下，我就以我能做的方式来帮助汶川受灾的人。

　　到世界银行以后，我想可以利用作为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位置来推动紧急救灾工作的发展。首先怎样来防范？如果这个灾害发生了，怎样以比较好的国际支援的方式来帮助受灾的人们。我是6月2日才会正式上任，等到我去世界银行上任以后经过一段时间能够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帮助之下，汶川的问题会已经得到大致解决。所以，如果要从世界银行、从我的位置来帮助汶川的话，我想还是有一点远水不及近火，倒不如还在北大的时候，就尽我的力量多做点贡献。



问题3：

曾经有人说您是中国大陆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学者，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句话和诺贝尔奖的？谢谢。

　　林毅夫：拿诺贝尔奖从来不是我追求的目标，作为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所追求的就是我自己了解中国在改革发展过程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及背后的原因，以及怎样来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这样的追求会不会拿到诺贝尔奖呢？我认为中国人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但是我也在多种场合讲过拿诺贝尔奖的会是我的学生或是跟他们同一辈的人，绝对不会是我。我自己是很清醒的，我不但不把它作为目标，而且我也知道我不会得到。



问题4：

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文化也应该全球化呢？我们建立孔子学院，有很多外国人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外国人并不认为中国人是在推销中国文化，而是像美国一样在建立文化霸权。在另外一个方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用经济的尺度去衡量一种艺术，文学和艺术越来越多地被放在一种经济或者政治的视域底下去参考，就是说文化和经济有时会有一种矛盾的关系，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关系的？谢谢！

　　林毅夫：首先，我们必须把文化的内涵界定好，我讲的文化是一个三个层次的统一体，我讲的文化是经济基础，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在它们之上的核心价值，只要核心价值不消失，这个文化就是绵延不断的。即使它的其他形式可能会变化，经济基础会变化，器物会变化，它的组织形式会变化，它文学的表现形式会变化，但是只要它的这个艺术形式背后所反映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仁”不发生变化，文化依然延续。

　　文化的表现对艺术的表现形式有市场价值的取向，那么这个市场价值的取向是不是一定违背“仁”呢？我想不会。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在救灾晚会上，这些艺术家们以他们的音乐、书法、绘画所赚的钱就没有违背“仁”。在这次赈灾当中，他们很多人都做了很大的捐献，那么这个做了很大的捐献本身就是“仁”的表现。就像我前面讲陶朱公范蠡，他在当时那样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当中，赚了很多钱，他不是不赚钱，但在这里“仁”跟赚不赚钱是两码事，这是不同的东西，关键在于你赚了钱以后做什么，范蠡他是三聚其财三散之。如果我们现在的艺术家，他在艺术的拍卖市场当中，他的图画卖了很多钱，赚了钱以后干嘛？帮助社会上那些贫穷的人，让全体人民共享一个和谐的社会，他们反映的也就是我所讲的核心价值。在一个市场当中，艺术的表现形式的市场价值我认为该体现，但是体现了这个市场价值以后，用来做什么？那就是我们必须去呵护去宣扬的仁爱之心，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到国外去建立孔子学院，这件事确实引起一些人的讨论，我想这种讨论是必然会有的，欧洲国家都在抵制美国文化入侵，中国去建立一个文化实体，那么他们当中肯定有少数人会感到不安。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面，很多很多不同文化体系是并存的。我们这种以仁者之心为出发点的“仁”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基督教所讲的神爱世人“所有信基督教的人都是我的兄弟”相比，哪一个比较好？我说不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发自于我们内心的、每个人都会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会在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风潮中继续保持下来，是因为只有我们把这个核心价值继续保持下来，只有我们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文化的民族。如果我们这一点丧失了，我们与别的民族的差异就可能非常小。但爱的出发点不一样，这个差异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赈灾，不仅中国人在赈灾，外国人也来赈灾，就那么一点细微的差异，决定了我们是以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一个民族。在世界上，一方面有很多所谓“全球化”“国际化”潮流，但是大家也知道另外一个潮流，就是大家必须尊重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它们有着绵延不断继续存在的价值，很多人在刻意保护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是在这种相互交流当中，彼此了解，相互尊重，进一步讲就是，相互支持，相互学习。

演讲者小传

林毅夫，从台湾政治大学到美国耶鲁大学，他完成了一位学者的“独善其身”之路；从国务院发展中心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实现了一位学者“忧济苍生”之抱负；从北京大学教授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他开拓了全球化时代“平天下”之伟业。在中国经济力量异军突起的历史大势下，他用经济学大师的智慧，为改革开放的中国之船指点迷津，为掌舵者出谋划策。林毅夫——兼具学者情怀与社会关怀的中国经济人，他说：“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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